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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编纂《十三经读本》论略

○ 茆 萌，陈国安
(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唐文治早年就学于南菁书院，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主校无锡国学专
修学院。书院的经学传统和治学方法深刻影响了唐文治后来的学术和教育道路。及至
他创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之后，时移世易，唐文治认为有必要编纂一部十三经的读本以

传承经学、匡正世风，经五年之功终成《十三经读本》。以读本为教材的无锡国学专修学
校先后培养出唐兰、钱仲联等国学大师。探源《十三经读本》并以此为线索，就其背景、
体例、内容和之于当今高等教育的意义作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唐文治;南菁书院;《十三经读本》;经学

我国晚近坚守文脉者颇多，太仓名士唐文治便是其中一员。唐氏生于书香
寒门，曾历任清代户部主事、商部左侍郎等。丁忧后，他掌校上海实业学堂十四
年。1920 年唐先生以“学风不靖”为由，解职回锡，并于年底与无锡施肇曾等共
同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他敢为人先、陶铸群伦，秉持经世致用、知行合一
的“人格教育”，是为我国一代教育大家。二十世纪初，“新道德既茫无所知，而
旧道德则扫地殆尽”，唐文治在为教育事业尽瘁的同时，亦成为我国经学文脉的
坚守者和推广者。
唐文治精研经学，有《茹经堂文集》等著作存世，在主校上海实业学堂期间，

因“苦无国文教授善本”而编著《国文大义》等教材。在无锡国学专修馆时，唐文
治为了传承经学、匡正世风，集众人之力编成《十三经读本》。唐文治编纂《十三
经读本》是晚近“经世致用”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在唐文治看来，《十三经读

—602—



本》不仅要能传承、传播经学，还要能“正人心，救人命”，在开启民智的同时，探
索救国的道路。读本编著历经六年，汇集唐氏所选十三经善本、昔人评点和唐文
治所撰提纲。经学向来艰涩难读，而唐氏《十三经读本》则微言大义，由唐先生
采其“注之简当者”，以期读者“如亲聆古人之诏语，无复向者艰涩不通之患”。
《十三经读本》于 1923 年编成，其时中国正风雨飘摇，因而文本不仅坚守了文
脉，更以“拯斯道之厄”的旨意承担着坚守国脉的使命。这即是唐文治编纂《读
本》的重要意义。文本既是晚近重要的经学读本，也作为教材影响了无锡国专
的众多学子。在《十三经读本》的引导下，无锡国专先后有唐兰、王蘧常、钱仲联
等一批大家，从事经学、文学研究，一主文史之盛。《读本》渊源与书院密切相
关，而其实效亦见于当时的高校文科教育当中。因而本文拟以此为线索，探源
《十三经读本》，对编纂者唐文治在南菁书院所受经学教育及其影响作一探究。
在此基础之上，确立《读本》在我国经学发展、传播中的地位，明确其编纂意义。
继而探索其之于当今高校文科教育的意义。

一、溯源:《十三经读本》与南菁书院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教育组织方式，在学术发展和学术传承方面

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嘉庆道光以降，清朝国力不逮，承担传统经学传承重
任的书院，在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寻求传统经学的出路，担承文脉乃至国脉责

任。“时务方兴，而儒者左矣”，时运艰亟时，江苏学政黄体芳为了招揽贤士、传
承儒经之道并“务为反经以求其实”，在江阴创建了南菁书院。南菁二字取自朱
熹“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者”。书院始于光绪八年( 1882 ) ，成于九年( 1883 ) 六月，
主校的先后有黄体芳、张文虎、黄元同等。唐文治于 1885 年赴书院应试，取得超
等入学。三年的书院生涯不仅让唐氏在儒理之学上更加精进，也直接影响了其
日后主校办学的决策。
在南菁书院，经学的传统和传承是为核心。“文学溯薪传，礼仪表茅莼”，主

校黄体芳认为，儒经之道在当时不仅能揽才、兴邦，还能应对世道“无穷之变”。
他常言“使来学者不忘其初，而祫祀汉儒郑公及朱子于后堂，使各学其所近，而
不限以一先生之言。”〔1〕在黄氏看来，来学者或可成才，而人才则是一国之必须，

对于国家来说，“须才之事”虽然日新无穷，但其前提则是“充其本原”，以原道之
不变应国家事务之万变; 而对于人才来说，不仅要求经学讲原道，还要通历代之

经典，明众贤达之感言，这样才不会偏废一科而“忘乎天下众人之利心”。在张
文虎因足疾退隐之后，黄体芳延请黄以周主校，以巩固南菁这一经学重镇的地

位。唐文治于书院沉浸三年之久，除了在周、程、张、朱诸家集中沉潜反复外，还
在黄元同先生门中初得汉学各经家之法。唐氏著有《南菁书院日记》一册详录
书院三载的日用言动。在“比年官京师，目击世道人心”之后，唐先生亦曾以“明
忠孝之大旨，辨义利之根源其体也”“究民生之利病，裕经世之大猷其用也”论学
问之道。其中这经世之学的道义，便是由南菁三年求学感慨而来的，此般感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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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日后编著《十三经读本》的重要缘由之一。而这经世的道义也恰是南菁书
院一直推崇的传统。
除了治学的传统，南菁书院的课业设置和“专课通省经、古”的治学内容，对

唐文治自此之后的治学影响很大。钱师仲联回忆，“年轻时在无锡国专学习时，
唐文治校长的治校方法，有不少就是从他的母校南菁书院借鉴来的。”〔2〕书院的

最大特点便是“课生主要以自学为主，院长指导为副，所以，南菁书院始终只有
讲学的活动，而没有现在学校上课的形式。”〔3〕在校时，学生往往春诵夏弦，以

“经史疑义”等，滔滔辩论，与此同时“不炫异而矜奇，惟实事以求是”。〔4〕书院设

有其专门的藏书楼，“吾苏文献几可取征于此”。同时，书院院长指导学生的重
要方法之一就是学以致用，让学生整理校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据书院学生孙同康

晚年的回忆，集元同师一生精力所萃的《礼书通故》一书，便是其与唐君蔚芝、章
君琴若等一同参订的。〔5〕除整理之外，书院还鼓励学生搜集资料、研究课题，唐
文治回忆黄以周晚年精力不逮之时，曾集南菁讲舍诸生之力广为搜罗经集。在
书院诸生的努力下，书院复得若干经册，并加注刊刻。〔6〕此外黄体芳常常捐廉为

倡，尝募款三万三千串钱作为书院学生的膏火，在保证书院继续运作的同时，也

为刊刻经集提供了保障。据此纵观唐氏所创无锡国学专修馆，无论是学校建制
还是治学方法，课程设置还是课业内容均基本与南菁书院同。
在这其中，南菁书院的编刻著述传统影响着唐文治。据考，南菁书院编刻的

著述分为两类，一类为学生学习成果的论文集，另一为编刻前代贤儒著述。主校
黄以周分别在光绪十五年和二十年，两次甄选南菁书院优秀文章，编成《南菁讲
舍文集》和《南菁文钞二集》各六卷。其中，唐文治有《读〈汤誓〉》《汲黯论》等八
篇文章入选《南菁讲舍文集》。唐氏在无锡国学专修馆时，也编有《无锡国学专
修馆文集》，几与南菁书院同。而南菁刻汇先贤丛书自光绪二十年( 1886) 夏始。
时王先谦掌校并在书院设刊刻之所汇刻《皇清经解续编》。《续编》仅以书院之
力难以刊全，于是王氏又在苏州书局的协同下，完成了另二百四十卷的刊刻。〔7〕

南菁书院包括唐文治在内的很多在读学生都参与了书稿校注的工作。南菁书院
参与汇刻的经历对唐文治影响至深。就其日后主持《十三经读本》编汇来看，所
采方法与南菁时基本相同。无锡国学专修馆在读学生也基本都参与了校注工
作。由上我们发现，唐文治的治学取向、教育决策和方法与南菁书院几乎一脉相
承。读经、解经不仅占据了他治学的大部分时间，这种传统也由此深深根植于唐
氏心中。因此在时势飘摇之时，唐氏毅然坚守传统“经世致用”，选择编刻《十三
经读本》。这一文脉溯源可作读本编选之重要缘由。

二、《十三经读本》的成书背景、体例、内容

《十三经读本》编纂自 1918 年始。其时，时势混乱，战祸频起。国内提倡民
主科学，反对封建的声音日盛。在持见者中，也不乏很多学者提倡“废经”之说。
此时，唐文治已在工科学堂内主校并推崇国文教育数十载。在这样的背景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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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之劫运，以及日渐出现的推崇经学的阻力，他尝哀叹“嗟乎! 斯道之天
下，其将澌灭矣乎!”在他看来，“废经”后则礼法无处可循，孝悌廉耻不存，人则
“无异于禽兽”，因而唯有“治经”才能挽其流者。“近时吾国学生皆畏惧读经，苦
其难矣”，唐先生在力挺“治经”的同时，也认识到了新的社会形态下，青年学生
对“经学”的惧怕心态，从而未选择直接刊刻《十三经》，而是选择编选《十三经读
本》以供普及，拯斯道之厄。
读本编写逾时五年。在这以前，唐文治搜罗《十三经》善本及文法评点之

书，已有十余年了。〔8〕1918 年冬，唐文治亲自撰写《十三经提纲》置于所选各经
前，供读者通读用。及至 1921 年，《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等诸卷成。当时唐
先生已离开上海实业学堂，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馆，其与资助创办专修馆的施肇

曾商议将《十三经读本》付梓。隔年，《读本》刊印完竣。1924 年，唐纂《论语大
义》成，唐先生又将这一册补附刻于读本后，完成最终的全本。读本以唐氏历年
收集的十三经善本为主，“自宋谢叠山先生，至国朝曾文正止，凡二十余家，颇为
详备”，冠以提纲，“附刻先儒说经世鲜传本之书，而以评点文法作为札记”，读本
前有陈宝琛、印光法师、唐文治和施肇曾序，凡例和总目。纵观来看，《十三经读
本》从版本的择选到成书的过程和方法，颇有南菁书院的遗风。
虽然《十三经读本》在渊源上溯本南菁书院编刻传统，在编刻方式上与书院

操作方式类同，但其在内容上却与书院所辑截然不同，颇具特点。有研究者指出
经学教育从按照原本讲授到编写教科书以供参考，展现了时人“努力在新式学
堂教育体系内将固有学术进一步妥善安置的尝试”。〔9〕当我们将《十三经读本》
定义为一部经学教科书时，便可发现其在很多方面虽然溯源南菁，但已经体现了

新时代的教材特点。从编撰宗旨来看，《读本》“所发明之道，乃格致诚正、修齐
治平之道”〔10〕，读本以“治经”为人之本、事之道，但其却具有更明确的现实意
义，即直接对抗“废经”的风潮，重建我国文脉之道统。《读本》不似南菁书院汇
刻的丛书一般，仅为保存原典、供经学者参考之用，而希冀在经学传统遭受西学
重大冲击的时代，重新唤回时人对我国经学文脉的审视。从文本定位上来看，读
本可定义为教材，而南菁书院所辑均为可供经学研究的大部头丛书。从内容上
看，所收内容为唐文治累年搜罗筛选而来，所选内容带有其个人偏好，但也让读

本本身独具唐氏风格。从编撰体例上来看，读本在卷本设计前设《十三经提
纲》，提纲不仅可以作读本教材的导读，亦可以单独拿来作普及读本用，大大增
强了这部经学教材的可读性，规避了一些经学艰涩的部分。
民主科学出现在我国学界视野后，传统经学融入现代学堂、课堂一度陷入困

境。《十三经读本》作为一部国学专修馆的教材，为经学融入学堂呈现了一种可
能性。唐文治择选并褪去了些经学的艰涩的面貌，用大义微言为经学重新走进
现代人视野铺了条路。唐文治在读本中以经论当下，以经重立人心，以经再救人
命。较于同期其他教材，《十三经读本》不仅论经，还探讨了当世、当国之命脉延
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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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经读本》的意义

唐文治自南菁书院始，深受经学传统训练与影响; 逮至其创立无锡国学专修

学校，完成《十三经读本》的编纂，唐文治始终希图恢复经学在学术体系中的传
统地位。和当时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一样，唐文治认为经学非但不是时代进步、
历史发展的阻碍，反而是在新形势下保存民族性和文化根基的重要途径，其编纂

《十三经读本》的重要意义也就在于此。
作为教材的《十三经读本》意义在于传承经学，且文本呈现简言奥义。
清代以前，虽各代治国理念、思想潮流不同，但对于经学的重视却从未改变;

经学的存废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课题。然而清末民初，世界形势大
变，西学成为年轻学子眼中救国救民的不二法门，此时，经学传承对于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了。
唐文治对当时的情势洞若观火，因而他在《十三经读本序》中开宗明义，讲

秦代事，醒今日言。他提出，“秦时之书焚于有形”，现如今则书焚于无形;“秦时
之儒坑于可见”，而当世之儒则坑于不可见。〔11〕此言不可谓不严厉。也正是在这
样的思考和形势下，本着知识分子对于学术传承的责任感，唐文治意识到，编纂

一部注解齐全、便于查阅的十三经读本之必须。后人常将唐文治的《十三经读
本》与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相较。仔细比照我们不难发现，较之《十三经注疏》，
其一，《十三经读本》补全了注释仅止于宋的缺憾; 其二，《读本》以初学者的阅读
水平和学习需要为必须，极尽简言奥义。纵观成书过程，也可得见其特别之一
二。其一，唐文治先生在搜集十三经善本时，注重“采其注之简当者”“芟其解之
破碎而繁芜者”。由此可见，在确定文本的时候，唐先生就注重微言大义者，多
以“不艰涩”为读本原典之条件必须。其二，他在文本后“复集昔人评点，自钟、
孙以逮方、刘、姚、曾诸名家，参以五色之笔，阅十数年而成书”。〔12〕唐氏在原典之

上，还作第二层的标注和评点，把艰涩再褪去一些。最后，他抉其微言，撰写《十
三经提纲》附在诸经之后，以提纲之现代作文之法来适应时人尤其是青年的阅
读习惯。有学者指出，唐文治编纂《十三经读本》，“意在保存经典的真实内涵以
原汁原味滋养学子”。〔13〕唐文治使用典籍、录用原著的同时，也能注重结合理论，
以当时青年的话语习惯、阅读习惯来重新进行阐释，不以“那种通论式的东西”
示人，而采用通俗易懂的解读方式诠释经典。〔14〕除此之外，唐先生还四处奔走，

向青年学生宣导其读经之法: “只有本文熟读而精思焉，循序而渐进焉，虚心而
涵泳、切己而体察焉，则圣道之奥，不烦多言而解矣。”〔15〕言则须声，唐先生还创

“唐调”，将诸经放到固定的调式中吟咏传唱。
唐文治深知，经学之传承在于后继有人，因而不仅要让年轻人有读经的需要

和动力，同时也要为他们提供读经的材料和方法。唯有年轻人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方能得其大义。《十三经读本》从书面上保存了经学古籍和各家注释，从使
用上也培养了致力于经学的年轻学者，因而之于经学传承而言，可谓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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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发现，唐先生在其时代洪流当中，并未选择随波逐流，反而对传统

文学、教育进行坚守。现在看来，无锡国专办学的成功也多赖于唐先生的坚守。
对当今高校文科教育来说，坚守文科教育的传统，坚守文学传统尤为重要。虽然
选择坚守古文传统，但是在坚守方式上，唐先生并未选择传统的方式。他审度他
的学生、学校氛围以及社会氛围，继而在新的时代里做出了并非传统的新选择，
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传统经学的发展，对待传统经学教育的重塑。而这一点
在当时并非易事。
《十三经读本》之意义还在于其落脚在匡正世风，教化民智。
其时，“废经”之声日涨，时人多以西学为傲。然而在很多有识之士的召唤

下，“治经”的呼声也未曾消失。如严复在论国事时尝言: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
者，以经为之本原。”〔16〕章太炎亦直指时人心态: “所谓今日一切顽固之弊，反赖
读经以救者，何也? 曰: 有知识之顽固者，泥古不化之谓也; 有情志之顽固者，则

在别树阶级，不与齐民同群，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也。”〔17〕在主张西学之人

看来，大声疾呼经学不可废的这些士大夫，大抵是因循守旧之人，断不能适应时

代之变化、知识之变革。但如唐文治这样一生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学者，深知经学
贯通古今、不受时代条件拘束的普适性，并为片面强调西学优于经学之人的急功
近利而深感忧虑。唐文治多次称主张废经之人“无良”也许言重，但其对世界化
浪潮中，中国国民性和文化根基可能丧失的忧虑，确实有其深刻性。有学者曾指
出，唐文治本着强烈淑世的意念，开拓古文发展的方向，“以培养中国典型的道
德人格，谋求透过文章与德行相修的方向，解放长久压抑下来的民族生命

力”。〔18〕《十三经读本》之所以从“读本”性质出发，充分考虑初学者的阅读需要
和知识水平，即是出于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夫欲救世、先救人，
欲救人、先救心，欲救心、先读经，欲读经，先知经之所以为经。”〔19〕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十三经读本》编纂的针对性是明确的，其内在逻辑亦是清晰的，其可行性
也在相当程度上具备。
晚近诸家多有对唐文治《十三经读本》的讨论和肯定。刘声木在《苌楚斋随

笔》中对《十三经读本》作了极高的评价:“近世所出巨帙，以太仓唐蔚芝侍郎文
治编辑《十三经读本》为最……撰者固难能，刊者亦可贵，当此时势，犹欲以尊经
为事，其识见固高人一等矣。”〔20〕在刘氏看来，不仅唐氏所辑“为最”，其见识“高
人一等”，唐文治编纂的文本，也能“由评点而文法显，文义明，釐然粲然，”让读
者“如登康庄”。从《读本》中，青年读者如“亲聆古人之诏语”，并能“因文见
道”，悟出正身、救国之理。陈宝琛在《唐蔚芝侍郎十三经读本序》中，也有颇多
赞誉之词。他不仅对唐氏《读本》的编纂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肯定，还特别
对唐文治在搜罗、编纂上所作的努力予以说明: “( 读本) 重在评点，因取宋元及
国朝诸汝所评点经文，编为劄记，其搜讨之勤，并世不数见也。”〔21〕

唐先生《十三经读本》的构画给了我们从“虚”到“实”的线索，将专学融入
社会功用当中，将文史精髓化用进新时代发展的意义中。《十三经读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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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教材之于高等专学课堂的意义这么简单，实则是专学、文学之于社会发展意
义。唐先生一生坚持学以致用。他所讲求的用不仅是文史的功用，而更多的是
文史之于社会的功用。他将高校文科课堂的阵地和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当中，
以社会所用为治学要求。从他《十三经读本》的编纂以及实际成效我们可以发
现，社会的功用已经走进了课堂当中。学生在《读本》里也并非只读得了古人的
“圣贤书”，而求得了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治学选择。
唐文治在时代变革中，并没有选择做一个居庙堂之上、书房之中的学者，而

是充分发挥其所学以启迪民智、匡正世风。近人张元济在《别唐蔚芝》中有“居
官不肯随流俗，讲学还能证道心”〔22〕的评价。这一点由唐文治所编《十三经读
本》也可以看出。《十三经读本》虽然是一部经学著作，是一部经文汇编，但是唐
文治却将受众尽可能地拓展，他想“救世”“救人”“救心”。这是他从南菁书院
走出时，那些经世的思想、经学为本的理念带给他的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从
南菁书院到唐文治是一种传承，而从《皇清经解续编》到《十三经读本》更是一种
发扬光大。《十三经读本》的出发点自经学始，但是其落脚点却是在整个时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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